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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深入探究区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基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生态系统健

康视角构建相关理论框架,综合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VOR模型及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

利用效率与生态系统健康,分析两者的耦合协调特征并识别了其协调发展问题区域。结果表明:(1)2005—2018年

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年均值达0.746,整体上呈波动式缓慢上升的趋势,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显著。生态系统

健康得分均值为0.473,整体呈现小幅波动的趋势,地理空间上则呈现显著的南北分异特征;(2)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

生态系统健康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611~0.624区间内小幅增长,截至2018年,区域内实现协调发展的市域达

92.62%,耦合结果在空间上表现为由“相对随机”向“南高北低”的分布转变;(3)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生态系统健康

耦合协调问题区域主要存在于长江经济带中下游部分市域,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或生态系统健康单方面

滞后抑制了城市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

程度正逐步深化,交互过程中形成的耦合系统基本实现了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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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Spatial-temporalPatternofCouplingBetweenUrbanLandUse
EfficiencyandEcosystemHealthin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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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explore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levelofregionalurbanisationandecological
environment,taking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asanexample,constructingarelatedtheoretical
frameworkbasedontheperspectiveofurbanlanduseefficiencyandecosystemhealth,andcomprehensively
usingtheSBM-Undesirablemodel,theVORmodeland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modeltocalculate
urbanlanduseefficiencyandecosystemhealthin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thecouplingandcoordi-
nationcharacteristicsofthetwowasanalysed,andproblemareasofcoordinateddevelopmentwereidentified.
Theresultsshowthat:(1)TheannualaveragevalueofurbanlanduseefficiencyintheYangtzeRiver
EconomicZoneis0.746from2005to2018,andtheoveralltrendisslowandfluctuating,withsignificant
spatialagglomerationcharacteristics.Theaveragevalueofecosystemhealthscoreis0.473,showingaslight
fluctuationtrendasawhole,andshowingsignificantnorth-southdifferentiationingeographicalspace;
(2)Themeanvalueofurbanlanduseefficiencyandecosystemhealth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increased
slightlyintheintervalof0.611to0.624.Asof2018,92.62%ofthecitiesintheregionhaveachievedcoordi-
nateddevelopment,andtheresultsofthecouplingarespatiallytransformedfrom ‘relativelyrandom’to
‘highinthesouthandlowinthenorth’;(3)Urbanlanduseefficiencyandecosystemhealthcoupling
coordinationproblemareasmainlyexistinsomecitiesinthecentralandlowerreachesoftheYangtzeRiver



EconomicBelt.Themainreasonisthaturbanlanduseefficiencyorecologicalsystemhealthisunilaterallylagging,

whichinhibitstheimprovementofthelevelofurbancoordinateddevelopment.Ingeneral,thedegreeofmutualinflu-
enceandpromotionbetweenurbanlanduseandecosystemsin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isgraduallydeepe-
ning,andthecouplingsystemformedintheinteractionprocesshasbasicallyachievedstabledevelopment.
Keywords:urbanlanduseefficiency;ecosystemhealth;couplingcoordination;theYangtzeRiverEconomic

Belt

  生态系统是人类得以生存繁衍的自然本底与支

撑条件,城镇化则驱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化。然

而,城镇化时机与生态环境的健康状况并不完全一

致,即两系统之间难以实现完全的协调发展,区域之

间也不会绝对协同,而是在有序与无序、稳态与非稳

态的动态涨落中进行复杂演化[1]。无序的系统则会

出现土地利用低效、生态环境受损退化等问题,严重

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城

镇化水平每提高1%所消耗的能源及所占用的建设

用地面积呈比例增长,生态重建难度也越来越大[2]。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下,厘清城镇化过程

中的人地关系以推进我国高效集约的健康可持续城

镇化发展是未来研究的重难点。城市土地作为城市

经济、社会与环境的空间载体,其利用效率(Urban
LandUseEfficiency,ULUE)一定程度上表征着区

域城镇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是衡量城

镇化是否集约高效的关键性指标。生态系统健康

(EcosystemHealth,EH)被视为环境管理的基础和

最终目的,结构和功能完整的生态系统是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基本前提[3],因此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是可持续

发展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从人地和谐的发展视

角来看,高质量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要求城市土地利

用效率高效的同时,其生态系统健康亦能保持稳定。
因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生态系统健康的协调性研

究理应纳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可持续研究系统中,这
对于定量化评估人地关系、推进系统实现稳态有序发

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当前学术界对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或生态系统

健康单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在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方面,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从城镇化水平、产业整合、
资源环境约束、区域差异及收敛等[4-7]视角对城市土

地利用效率进行度量和评价;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包括

参数分析(如随机前沿分析)和非参数分析(如数据包

络分析)两类主流定量分析方法,其中DEA-SBM 模

型因其考虑了松弛变量以及能够有效处理非期望产

出问题等优势逐渐成为测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代

表性方法。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主要针对单一生

态系统或景观/区域生态系统开展,活力-组织-弹性

模型(VOR模型)是最常用的评估方法[8],也有学者

基于人类社会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采用

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模型)或从自然-社会-经济

子系统的角度建立综合指标体系评价区域生态系统

健康状态。如欧维新等[9]基于 VOR模型动态评价

了长三角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的时空演变特征;徐烨

等[10]以PSR模型与景观格局指数相结合的方式构

建评价指标体系,对雄安城区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状态

进行评价;Meng等[11]从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复合

生态系统的角度采用综合指标模型对江苏省农村生

态系统健康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探讨。随着城市生

态文明建设思想的逐步深入,也有学者基于实证分析

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生态系统健康两者间的关系,
如Xie等[12]以中国31个省(自治区、市)为研究对

象,对两者之间耦合协调程度进行了初步研究,发现

中国大部分地区由轻微失调向中度协调发展转变,地
区之间耦合协调类型差异也较大。

综上所述,当前已有研究均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

借鉴意义,但仍有进一步可拓之处。城市土地利用效

率与生态系统健康耦合机理的系统分析是后续实证

检验的基础,而城市内部活动最为集聚的市域尺度更

能准确反映两者的耦合关系,同时对耦合结果进行问

题区域识别也可进一步明晰协调发展水平不高的城

市问题所在。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
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生态系统健康耦合机理框架,
并以横跨中国东中西部、具有典型区域分异特征的长

江经济带108个市域作为研究基本单元,分析该区域

2005—2018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生态系统健康之

间的关系及其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格局,并识别

协调发展问题区域,为进一步协调耦合长江经济带土

地利用效率与生态系统健康以推动区域统筹发展提

供直接参考依据。

1 理论框架

1.1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理论内涵

从系统角度讲,城市土地利用是土地利用系统与

城市系统之间进行的物质循环与能量交换,同时也包

含土地利用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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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UE是在土地利用系统自发过程与人类活动扰动

下共同作用结果的体现。而ULUE的测度需要从更

为直观的角度理解城市土地利用,即人类主体为满足

自身需求将城市土地在不同部门和项目上进行分配

的活动,土地的稀缺性、边际报酬递减等特性要求合

理配置并高效利用城市土地。基于效率内涵,ULUE
可以理解为城市土地及其所承载的资本、劳动力等投

入要素与所产出的效益之间相互关系的体现。而经

济发展水平、产业政策以及环境治理能力等的不同使

得地区间ULUE存在差异,ULUE评价结果则可为

差异化城市土地政策制定以及提升ULUE水平提供

更有针对性的参考及建议。投入产出是人地系统中

最基本的双向作用过程[13],ULUE测度也都基于此

种投入产出的关系建立指标体系。最初的ULUE评

价偏重于以经济效益为主的单一测度指标,而较易忽

略土地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后随着可持续发展意

识的提高,城市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内容逐渐

被纳入ULUE评价指标中,最明显的特征即在产出

指标中,将由土地利用所带来的生态负效应与经济、
社会效益并重纳入“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

ULUE测算模型之中,其所追求的是经济收益和社

会产出最大化及环境治理最优化。

1.2 生态系统健康理论内涵

EH的概念并不是明晰且唯一的,相关学者从生态

系统生理、人类健康、社会经济等不同角度对生态系统

健康的内涵进行探讨[14],其中Costanza和Rapport两位

学者提出的概念内涵被学术界广泛认同。Costanza[15]认
为,系统活力、组织和弹性是健康生态系统的必要条

件,同时该系统不受外界胁迫,表现为稳定且持续的

活跃状态;Rapport等[16]则认为仅强调生态方面的内

涵是不够全面的,EH既指维持自身组织结构稳定以

及自我调节修复能力,也包含能够持续地满足人类社

会合理需求的能力。基于此,后续的EH研究大多从

结构与功能两方面在生态系统活力、组织和弹性3个

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拓展与丰富。其中,人类作为生态

系统的一部分,量化人类活动、生态变化与人类健康

之间的联系也是EH研究的一项关键任务。
尽管对EH的讨论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但本质

上是对生态系统状态特征的一个系统性诊断结果,由
于城市系统与土地利用系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会对

生态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何基于生态学视角

评价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生态响应,即量化这种人

为干扰下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完整性应是EH评

估的主要内容。此外,由于健康是基于人类主观期望

的一个相对概念,而无绝对标准,因此,EH评估应侧

重于生态系统健康的时空动态与空间差异,比较不同

节点下地区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能为地区发展提供

更合理、更实用的依据。

1.3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生态系统健康耦合机理

耦合协调是指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

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制约,最后达成一种良性互动

的协调发展关系,其产生的基本前提是相互耦合的各

因子间有一定的联系。图1为ULUE与EH之间交

互耦合的能量与信息流通过程。ULUE由投入、期
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三部分共同决定,其组合关系通

过资源利用与污染物排放对区域EH产生胁迫或改

善作用;区域EH水平所决定的资源承载、生活环境

等生态服务信息会不断反馈到决策部门,通过政策干

预对城市土地利用起到承载或约束作用,同时与投入

产出的效益水平通过市场机制共同影响对ULUE水

平有重要作用的地区投资竞争力,最终形成耦合系统

的协调或失调发展循环。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图1 ULUE与EH交互耦合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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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ULUE与EH相互支撑。高水平的ULUE
意味着城市土地利用过程中较低的投入获取了较高的

收益和较少的非期望产出,较高的社会效益下会有更多

的财政支持与环保投资用于增加城市绿化与推广应用

绿色生产技术以直接或间接改善区域EH;而健康的生

态系统其完整的结构与功能无需外部的政策干预保护,
政策环境相对宽松,生态系统良好的资源与环境容量可

承载更多的生产要素和提供较多的生态服务推动绿色

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以提升ULUE;另外,低投入高收

益的用地模式与污染较少且生态良好的优质环境,一定

程度上使得相应的市场地租上升,在市场机制作用下,
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效产业被迫转型升级或被低投入高

产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取代,同时也会吸引更多投资与

劳动力,集聚优质生产要素,为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

升级提供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技术效应可有效

降低城市土地利用过程中的非期望产出和显著提升

污染净化水平,既保证了生态系统不受外部环境胁

迫,亦能推动ULUE的进一步提升,以此形成ULUE
与EH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ULUE与EH 相互制约。低效粗放

的城市土地利用,意味着土地利用过程中出现了土

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浪费以及污染物排放过量等问

题,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建设用地挤占了生态用地空

间,生态系统组织结构受到外界胁迫,抵抗外部干扰

与自我修复等生态服务功能受损,同时污染物的过量

排放进一步加大了生态系统压力,而资本冗余制约着

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用于生态系统管理与修复的财

政和技术支持减少,限制了解决生态系统需求的能

力,区域EH受损;而较弱的区域EH水平面临生态

要素支撑能力的下降以及环境容量的缩减,生态系统

自身功能下降的同时,也会引发生产、生活空间的环

境恶化等问题,为保护生态环境会有必要的政策干预

城市土地利用需求,限制企业选址、严肃企业生产等

措施制约着城市发展与 ULUE的提升;政策环境的

限制与环境舒适度的下降,对城市投资环境竞争力产

生负面影响,通过“劣币驱逐良币效应”[17],阻碍对生

态环境有着更高要求的优质企业与专业人才入驻,流
失优质资金与技术储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困难,在
生态系统修复功能下降且ULUE提升受限的情况下

较多的污染物无法得到及时净化又进一步胁迫区域

EH,形成ULUE与EH互相制约的恶性循环。
总体而言,ULUE与EH在相互支撑、相互制约

的竞合之中形成了紧密联系的复杂耦合系统,通过对

耦合系统整体演化影响较大的子系统进行调控,推动

各子系统在对立统一中相互包容最终趋于协调发展。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SBM-Undesirable模 型 本研究采用SBM-
Undesirable模型[18]对ULUE进行测度。假定城市土地

利用系统有n个决策单元(DMU),每个决策单元有投

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3个向量,分别表示为x∈
Rm,ye∈Ra 和yn∈Rb,m,a,b分别表示各向量内要素

数量。定义矩阵 X =(xij)∈Rm×n,Ye=(ye
ij)∈

Ra×n,Yn=(yn
ij)∈Rb×n,基于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

下包含非期望产出的生产可能性集合P 定义为:

P= (x,ye,yn)x≥Xλ,ye≤Yeλ,yn≥Ynλ,λ≥0{ }

(1)
构建SBM-Undesirable公式如下:

ρ*=
1-
1
m∑

m

i=1

S-
i

xi0

1+
1

a+b
(∑

a

r=1

Se
r

ye
r0
+∑

b

h=1

Sn
h

yn
r0
)

s.t.x0=Xλ+S-;ye
0=Ye+Se;yn

0=Yn+Sn

S-≥0,Se≥0,Sn≥0,λ≥0
(2)

式中:ρ*为决策单元的ULUE值;S-,Se 和Sn 分别为

投入、期望产出及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xi0,ye
r0和yn

r0

对应城市在某阶段的投入产出值;λ为权重向量。
基于城市土地利用过程中的投入产出关系,参考已

有研究成果[19-20],构建ULUE评价指标体系(表1)。投

入指标方面,除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外,将同样会影响

到地区经济效率和竞争力的技术要素也纳入其中;产
出指标的选择综合了经济、社会和生态三方面效益,
其中绿地生态资产是基于城市绿地所产生的非市场

价值(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考量[21],在考虑生态

正向产出的同时将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

放量以及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基
于绿色发展角度综合测度ULUE。

表1 ULUE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土地 建设用地面积(km2)
资本 资本存量(亿元)

投入 劳动力 二、三产业职工(万人)
技术 地方财政科学支出(万元)

期望产出

二、三产业产值(亿元)
绿地生态资产(万元)

专利授权量(件)
产出

非期望产出

工业废水排放量(104t)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t)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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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VOR模型 VOR模型基于生态活力(V)、组
织(O)和弹性(R)3个层面对生态系统质量与完整性

进行评估。活力是指生态系统生产活动中的物质与

能量,代表生态系统功能;组织是指描述生态系统结

构的复杂性,体现景观多样性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

的影响;弹性是指生态系统对自然灾害或人类活动等

外部干扰的抵抗能力或生态系统受损后自我调节的

复原能力。公式如下:

EH=
3
V·O·R (3)

由EH内涵可知,EH评估应从生态系统本身出

发,建立能够表征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状态的指标体

系才是评价生态系统质量的核心内容和根本途径,而
人为控制的环境变量本质上是从公共卫生的视角出

发,不足以阐述生态系统的实质状态。因此,本研究

基于生态学视角,构建与生态系统本身密切相关的评

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估EH状况。
其中,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被广泛地应用于

评估植被的初级生产力,其值越大,生态系统生产力

越高,可用来量化生态系统活力;
生态系统组织的量化通常从景观异质性(LH)、

景观连通性(LC)和景观形状(LS)3个方面选取景观

指标。参考已有研究[22-23],本文使用香农多样性指数

(SHDI)、香农均匀度指数(SHEI)和面积加权分维数

(AWMFDI)来计算景观异质性,用景观分割指数

(DIVISION)、景观散布并列指数(IJI)和景观蔓延度

指数(CONTAG)计算景观连通性,用边缘面积分维

数(PAFRAC)计算景观形状。各指标采用熵值法赋

权,生态系统组织计算公式如下:

O =0.34LH+0.49LC+0.17LS
=0.14SHDI+0.15SHEI+0.05AWMFDI+
0.08DIVISION+0.12IJI+0.29CONTAG+
0.17PAFRAC (4)

生态系统弹性的评估可基于其对外界干扰的抵

抗力(R1)与自我修复的复原力(R2)两方面考虑,参
照相关研究[23-24],生态系统弹性计算公式如下:

R=0.6·R1i·∑Pi+0.4·R2i·∑Pi (5)
式中:Pi 为各景观类型面积比;R1i和R2i分别为第i种

景观类型的抵抗力系数和复原力系数,系数设置见表2。
表2 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弹性系数

类型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R1 0.5 1.0 0.7 0.8 0.3 0.6
R2 0.3 0.5 0.8 0.7 0.2 0.4

2.1.3 耦合协调度模型 基于ULUE与EH耦合机

理分析可知,两系统彼此独立又相互作用。因此,本
研究借助物理学中容量耦合系数模型,以揭示城市土

地利用系统与生态健康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内在

耦合 机 制。基 于 已 有 研 究,构 建 耦 合 协 调 度 模

型[25-26],即式(5—7):

C= 2
ab

(a+b)2
1
2

(6)

式中:C 为ULUE与EH的耦合度,更多的用来反映

两系统要素的相似性;a,b 分别为 ULUE与EH 的

综合评价指数值。

T=ma·nb (7)
式中:T 为ULUE与EH之间的综合协调指数;m,n
为对应要素权重,考虑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逐步深入,
未来将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长江经济带“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也表明生态系统健康

具有更高的权重,参考相关研究[12,27],本研究将m,n
分别赋值0.4,0.6。

D= C·T (8)
式中:D 为 ULUE与 EH 之间的耦合协调度,0≤
D≤1,D 越大表明耦合协调水平越高。参考相关研

究[27-28],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类型可以分为表3中的

几种基本类型。
表3 耦合协调类型及划分依据

耦合协调度 发展类型

0.000~0.199 严重失调衰退

0.200~0.299 中度失调衰退

0.300~0.399 轻度失调衰退

0.400~0.499 濒临失调衰退

0.500~0.599 初级协调发展

0.600~0.699 中级协调发展

0.700~0.799 良好协调发展

0.800~1.000 优质协调发展

2.2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2.2.1 研究区概况 长江经济带是在长江流域的基础

上考虑行政区划完整性而划定的区域,包含沪、浙、苏、
皖、赣、鄂、湘、渝、川、黔和滇9省2市,共占据21%的国

土面积,截至2018年末,其人口总量和地区生产总值均

超全国四成。然而,由于在发展过程中高投入、高能耗

的传统土地利用模式,长江经济带废水和废气排放量

已达到全国总量的44.54%,35.7%[29],长期累积的生态

环境问题已不容忽视。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的发展导向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量化评估其土地

利用效率与生态质量对推动区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数据可获得性与连贯性,
本研究选取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基

本研究单元,其中上游41个,中游36个,下游31个。

2.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所需的社会经济数据

来源于2005—201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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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统计年鉴》以及相关省份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

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生态环境局

官网等数据库补充,仍有个别缺失的数据采用相邻

年份移动平均法进行处理;其中,为保证数据可比性,
以2005年为基期,对二、三产业产值以及地方财政科

学支出等指标进行平减处理,其中资本存量数据是

对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平减处理后通过永续盘存法

计算得出。土地利用覆被数据和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I)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数

据中心(http:∥www.resdc.cn),时间节点为2005
年、2010年、2015年和2018年,其中土地利用覆被

数据经重分类为6种土地利用类型,分别为耕地、林
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精度为30m;

NDVI数据基于SPOT/VEGETATIONNDVI卫星

遥感数据,在月数据基础上采用最大值合成法生成的

年度植被指数数据集。

3 结果与分析

3.1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基于DEASolverPro15.0软件,测度长江经济

带108个城市2005—2018年ULUE指数(图2)。总

体来看,2005—2018年,长江经济带年均 ULUE为

0.746,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其中下游地区年均效率值

达0.800,其 次 为 上 游、中 游 地 区,分 别 为0.750,

0.689;从图 形 走 势 上 看,长 江 经 济 带 及 其 各 流 域

ULUE在研究前中期均有较明显的波动,随后呈现缓

慢上升的趋势,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党的十八大提出

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融入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各个

层面,以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该举

措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城市土地利

用过程中的非期望产出得到有效控制。从增长幅度

上看,长江经济带ULUE整体增长5.72%,其中上游

地区ULUE提升最为明显,由2005年的0.642提高

到2018年的0.881,增幅达37.23%,中下游地区变化

幅度较小,分别为-4.02%,1.35%。
为更加直观地反映长江经济带ULUE的空间演

变特征,以2005年、2010年、2015年以及2018年作

为典型年份,借助 ArcGIS空间分析模块,基于自然

间断点分级法(Jenkes)[30],将 ULUE测度结果分为

5个等级:低效、较低、一般、较高以及高效。如图3
所示,2005—2018年,长江经济带大多城市在不同程

度上实现了自身ULUE水平的提升,并在上游、下游

地区形成高值集聚区,区域间分异较为明显。其中,
下游地区ULUE高值区主要集聚在苏浙沪区域,该

部分城市地理位置优越,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虹吸效

应下集聚了大量优质资本及生产技术,能够有效地处

理城市土地利用过程中的投入产出关系,基本实现城

市产业绿色发展。而上游地区由于远离经济中心,整
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大多城市处于低投入低产出的

土地利用模式,在2005年时区域内ULUE水平整体

偏低,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提出,以成渝为中

心的城市群抓住政策机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优
化土地投入结构,带动上游地区实现了 ULUE水平

的显著提升;同时,云南省因其区域自然与人文资源

的独特优势,城市发展对建设用地投入依赖程度小,旅
游业发展迅速,大大提高了区域资源整合利用效率,至

2018年基本实现了省域内城市土地高效利用。与其他

两个地区 ULUE水平集聚性的特征相比,中游地区

ULUE水平内部差异显著且波动明显。原因可能是在促

进中部崛起的政策扶持下,长中游城市群集聚了大量的

生产要素,在资源配置效率与产业结构协调水平存在差

异的情况下,同等条件下的高投入势必带来不同的投入

冗余与非期望产出问题,如武汉、南昌与长沙等中心城

市虽能保持高效的土地利用水平,但未能带动周边城市

形成如长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城市圈形式的高效

集聚区。建设“两型社会”的提出,武汉城市群与环鄱

阳湖城市群被确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至2018年,
环鄱阳湖城市群 ULUE水平有明显提升,而武汉周

边城市仍需加强城市群内部技术交流与产业流通,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自身ULUE水平。

图2 2005-2018年长江经济带ULUE演变趋势

3.2 生态系统健康

参照已有研究[25-26],本研究将EH评估结果划分

为5种健康状态:脆弱[0.000~0.200)、较弱[0.200~
0.400)、一般[0.400~0.600)、良好[0.600~0.800)、健
康[0.800~1.000]。由图4可知,在过去的13a间,
长江经济带EH得分均值为0.473,呈小幅波动趋势,
整体稳定在一般健康状态。分流域看,中上游地区

EH得分超过整体均值,且有稳步提升的趋势;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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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处于较弱的状态,在时间上呈较稳定的“V”型变化

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中上游大部分地区在《全国主体

功能区规划》中属于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在其

城市土地利用开发过程中更注重兼顾生态环境,而城

市发展较快的下游地区受到的人为干扰相对较多,对
地区EH影响较大。

图3 2005-2018年长江经济带ULUE空间格局

图4 2005-2018年长江经济带EH得分

从空间演变上看(图5),2005—2018年长江经济

带EH整体变化不大,空间上呈较明显的“南高北低”
分异特征。其中,下游地区EH南北差异最为明显,
以六安—宁波沿线为界,沿线以北城市EH状况处于

一般水平以下,同时也是整个研究区中EH得分的低

值区,主要原因在于该部分区域经济相对发达,城镇

化与工业化程度较高,生产、生活空间对生态空间的

挤占更为严重,其生态系统组织与弹性相对较弱;而
沿线以南区域自然条件相对优越,在城市规划中也注

重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性,其EH状态明显优于北部市

域,部分城市生态系统达到健康状态。中游地区EH
基本稳定在一般与良好状态,且外围城市EH要优于

城市群内部,武汉、南昌等中心城市生态系统由于面

临的建设用地扩张与人口压力相对较大,生态用地的

减少使其EH状况也弱于周边城市,因此未来城市的

发展应更加强调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加强生态保护工

程与绿化建设以缓解城市生态压力。上游地区EH
状态的提升主要体现在成渝部分城市生态环境的改

善以及云南省部分市域EH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而四

川省北部有少部分健康得分低值区,主要因为该部分

地区以山地为主的地形起伏度增加,一定程度上加剧

了景观破碎化程度,影响了景观连通性。
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EH状况所表现出的“南

高北低”空间分异特征,一方面在于区域南部的植被

覆盖度较北部更高,生态系统活力与弹性较优;另一

方面,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人为干扰较大的城市多

位于区域中北部,生态系统组织结构完整性受到相对

更多的影响,从而EH状况相对弱于南部城市。

图5 2005-2018年长江经济带EH 空间格局

3.3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生态系统健康耦合协调程度

3.3.1 时空动态演进 基于前文对长江经济带ULUE
以及EH的综合评价结果,采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两

者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2005—2018年间,长江

经济带ULUE与EH 耦合协调均值稳定在[0.611,

0.624],表现出小幅增长趋势,整体稳定在中级协调

发展水平。其中,中游地区年均耦合协调度最高

(0.640),其次为上游(0.632)、下游(0.585)。对各研

究年份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表4),研
究期间,长江经济带 ULUE与EH 耦合协调程度处

于轻度协调衰退与优质协调发展之间。至2018年,

92.62%的市域实现了协调发展,仅7.47%的市域处

于失调状态。其中,实现良好及优质协调发展及水平

的城市数量占比达20.37%,较2005年增加4.63%,
该部分市域主要分布在上游地区成渝城市群及云南

省域;中级协调发展水平的市域由2005年的36.11%
提升至2018年的39.81%,主要分布在中游地区湖

南、江西两省部分市域。同时,下游北部地区有少量

市域仍处于轻度失调衰退阶段。总体而言,长江经济

带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的程度正逐步深化,交互耦合过程中形成的复合系统

基本实现了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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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5-2018年长江经济带ULUE与EH耦合协调等级市域个数及占比

等级
2005年

数量/个 比例/%
2010年

数量/个 比例/%
2015年

数量/个 比例/%
2018年

数量/个 比例/%
轻度失调衰退 1 0.93 2 1.85 3 3.78 3 2.78

濒临失调 8 7.41 10 9.26 7 6.48 5 4.63
初级协调发展 43 39.81 28 25.93 35 32.41 35 32.41
中级协调发展 39 36.11 50 46.30 42 38.89 43 39.81
良好协调发展 17 15.72 18 16.67 20 18.52 21 19.44
优质协调发展 1 0.93 1 0.93

3.3.2 空间格局演化与问题区域识别 从图6A—D
可以 看 出,基 于 ArcGIS 软 件 空 间 分 析 模 块,对

2005—2018年4个时间节点上长江经济带 ULUE
与EH协调发展的空间演变情况进行分析。同时,为
进一步明晰两系统交互耦合过程中部分市域协调

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所在,参照已有研究[29],通过设

立相关判别标准(表5),对2018年ULUE,EH及其

耦合协调度D 计算结果进行判定并分类,识别协调

发展问题区域,为推动地区协同发展提供更有针对

性的依据。
表5 问题区域类型及判定标准

判定条件1 判定条件2 滞后类型

D 高于整体均值的70%
ULUE低于整体均值的70% 效率滞后

EH低于整体均值的70% 健康滞后

ULUE,EH均低于整体均值的70% 效率与健康均滞后

D 低于整体均值的70%
ULUE低于整体均值的70% 效率滞后引起协调滞后

EH低于整体均值的70% 健康滞后引起协调滞后

ELUE,EH均低于整体均值的70% 效率与健康均滞后引起协调滞后

  整体上,长江经济带ULUE与EH耦合协调类型在

研究初期分布相对随机,而后逐渐形成“南高北低”的空

间特征,该种特征差异在下游地区较为明显。较高的

ULUE水平与良好的EH状况,以浙江省为主的南部区

域实现了良好协调发展,其中丽水市在2015年以后更是

达到了优质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以丽水市为原点向北呈

扇形式递降的空间格局;北部市域由于受EH制约,耦
合协调度主要处于初级协调水平,部分ULUE水平较低

的边缘城市则濒临失调或处于轻度失调衰退状态,也是

整个研究区协调发展水平最低的区域。对2018年协调

发展问题区域识别结果(图6E)表明,该部分区域主要存

在以下两类问题:一类是ULUE或EH单方面的滞后问

题,在当前状态下未对城市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但潜在影

响不可忽视,表现为初级协调发展水平或濒临失调的城

市大多存在该类问题,且协调发展水平在较长时期内未

有明显的提升;一类是ULUE与EH单方面滞后或同步

滞后并对城市协调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仅个别市域存

在该类问题,如安徽阜阳与浙江嘉兴两市的EH滞后问

题引起了协调发展滞后,而亳州市因同时存在ULUE滞

后与EH滞后问题处于轻度失调衰退阶段。中上游地

区ULUE与EH之间的耦合均处于初级协调至良好协

调发展之间,区域间差异较小,整体呈现稳步提升的趋

势,且南部市域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更为明显。其中,
中游地区整体协调发展水平的渐变提升主要是南部处

于初级协调发展水平的城市向中级协调发展水平转变

的驱动,至2018年,具有良好EH水平的湖南与江西两

省基本实现中级及以上协调发展水平,而EH水平多

处于一般或较弱状态的湖北中部市域受ULUE滞后

影响大多处于初级协调发展水平;此外,中心城市协

调发展水平高于周边城市也是中部地区尤其是湖北

省域内耦合协调空间格局的特点之一,同时该地区在

ULUE与EH空间格局上也存在相同或相反的分布

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在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

保护之间未能达到良好平衡,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

间联系也不够紧密,如何加强地区间经济联系,解决

劳动力、资本等外部投入冗余问题以及提升污染净化

与环境治理水平以实现进一步的耦合协调发展应是

该地区城市未来发展的共同努力方向。而上游地区

整体协调发展水平在ULUE与EH同步提升的双驱

动下进一步向良好协调发展迈进,主要体现在成渝地

区由初级协调发展向中级协调发展的转变提升,以及

云南省基本实现良好协调发展,形成一个小范围耦合

协调度高值区,这主要得益于其显著提升的 ULUE
水平与稳定的EH状态;此外,贵州与四川两省有少

数市域存在单方面的 ULUE滞后或EH 滞后问题,
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条件的制约,导致其发展的可持

续性较低以及协调性不高,未来发展应探索新的经济

发展模式以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时整合现有自

然资源调整生态系统结构,以缓解或消除阻碍地区协

调发展水平提升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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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05-2018年长江经济带ULUE与EH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 论

针对当前文献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体系研

究中多采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开展研究的情况,本研

究从ULUE与EH角度出发构建耦合机理框架,基
于市域尺度研究了耦合巨系统中两个子系统的耦合

协调关系。研究尺度差异以及评价指标选择等因素

使得本研究中 ULUE与EH 的耦合结果与已有研

究[12]中对应区域相比内部差异较大,但在空间格局

上也有相似之处,如中上游地区之间差异较小而下游

地区内部之间差异较大,此外,“南高北低”的EH空

间分异特征也均有体现。尽管如此,区域的协同发展

仍需更精细尺度上的研究以便为缩小地区内部发展

差异提供更直接的参考依据。此外,研究仍有需要讨

论与改进之处:(1)ULUE测度指标体系仍需完善,
一方面是在选取生态效益层面指标时,考虑到以往研

究多采用的城市绿地等生态用地的面积或覆盖率本

质上应归为投入要素,因此参考相关研究测算的城市

绿地当量因子将其非市场价值转化为生态资产,事实

上该种非市场价值可从更精细的角度进行测算,这也

是后续科学建立ULUE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重点考

量之处;另一方面是在非期望产出层面只考虑了工业

“三废”对生态系统的负向影响,缺乏对城市土地利用

过程中碳排放的考量。(2)在EH评估中,生态系统

活力指标相对单一,后续研究可考虑基于迈阿密模

型、桑斯维特模型等经验模型以及CASA模型相结

合的形式计算生物生产量与植被生产力以更贴合地

量化生态系统生产力及其潜力,同时,生态系统弹性

系数的设定未能达到完全客观,未来应探索新的方式

更科学的量化生态系统弹性。(3)研究只对 ULUE
与EH耦合的时空格局做了定性层面的研究,人类社

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仍有待更深

入地分析,整合自然与社会经济指标,深入剖析耦合

系统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与制约因素应是未来本研

究继续探讨的重点内容。

4.2 结 论

(1)2005—2018年,长江经济带 ULUE年均值

达0.746,整体呈波动式缓慢上升趋势,空间集聚特征

较为显著。年均ULUE指数表现为下游>上游>整

体>中游,其中上游地区 ULUE增幅达37.23%,远
高于中下游地区;空间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泛长三角

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以及云南省域的ULUE高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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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地区存在中心城市ULUE水平高于周边城市的

空间特征。
(2)2005—2018年,长江经济带EH得分均值为

0.473,整体呈小幅波动趋势,地理空间上呈现显著的

南北分异特征。EH 得分均值表现为中游>上游>
整体>下游,除下游地区呈较稳定的“V”型变化外,
其余地区均有稳步提升趋势;空间分异主要体现在长

江经济带全局较明显的“南高北低”分化格局,且下游

地区最为显著,中游地区部分省域存在中心城市EH
状况弱于周边城市的空间特征。

(3)2005—2018年,长江经济带 ULUE与EH
的耦合协调均值在0.611~0.624区间内小幅增长,
空间格局表现为由“相对随机”向“南高北低”的分布

转变,至2018年,92.62%的市域实现了协调发展,仅

7.47%的市域处于失调状态。研究期间,耦合协调度

的提升主要体现中级及以上协调发展水平城市数量

的增加;“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在下游地区更为

明显,中上游地区内部差异则较小;城市土地利用效

率与生态系统健康耦合协调问题区域主要存在于长

江经济带中下游部分市域,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土地利

用效率或生态系统健康单方面滞后抑制了城市协调

发展水平的提升,其中 ULUE滞后问题区域主要集

中在中游城市群外围城市,而EH滞后问题区域主要

聚集在下游中北部城市。

4.3 建 议

(1)以绿色发展和集约节约为导向,加强供给侧

结构改革,提升土地利用优质产出。研究表明,存在

ULUE滞后问题的市域尤其是中游地区相关城市主

要源于土地、劳力等生产要素投入冗余与非期望产出

过量,生产结构与污染净化水平仍有较大的优化、提
升潜力。对此,在未来的城市土地利用过程中,优先

考虑“存量优化”,开发闲置低效土地,推动生产要素

的合理配置,降低土地系统的投入冗余率,从内部提

高ULUE水平;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知识与

技术对生产发展的贡献度,完善落后产能纠偏和退出

机制与经营主体节能减耗机制,着力发展绿色产业,
提升城市绿色经济发展水平。

(2)深入贯彻生态文明建设,基于资源本底与发

展现状管理生态系统健康。研究表明,在下游北部城

市发展较快的地区所存在的EH滞后问题,生产、生
活空间对生态空间的挤占是胁迫区域生态的主要原

因。因此,城市发展既要合理规划各类用地空间,避
免人类活动超过生态承载范围,也要注重城市绿化建

设,可结合地区优势重视森林、湿地和生态廊道等自

然或半自然生态用地的保护性建设,通过生态廊道等

工程与自然保护区有机结合以增加景观与生物多样性,
实现城市发展支撑区域生态;上游地区个别城市所存在

EH滞后问题主要在于地理位置相对较差,该地区应适

度限制建设用地拓展并推行生态型土地整治,同时依托

自身资源禀赋与少数民族文化优势,将自然生态与地区

文化优势有机结合形成具有独特优势的内生产业,推
进城市发展与生态系统的良性互动。

(3)区域统筹与分区施策并重,推动区域一体化

发展。研究结果表明,在较长时期内,长江经济带

ULUE与EH 的交互耦合基本实现了协调发展,但
地区之间仍存在较明显的差异,部分地区仍面临失调

衰退威胁。一方面,响应区域一体化战略,开展协调

发展协同机制研究,加强地区之间以及城市群内外部

之间的产业关联,建立土地利用与环境治理等经验技

术共享机制,推进市域之间技术与创新合作,通过以

点带线、以强带弱实现城市间的优势互补,促进区域

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地区之间应从自身协调发展

特点出发,对于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应进一步关

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巨系统的协调发展,发挥其

示范与带动作用,对于存在协调发展问题或协调发展

水平较低的地区,应重点调控对耦合系统整体演化发

展影响较大或存在潜在影响的环节,逐步实现城市土

地利用效率与生态系统健康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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